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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具有内心性和对话性，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这个说法非常抽象，但也很具体，需要用心
去细细体味；锺嵘《诗品》中将诗人分为上中下品，几近是无来由的划
分，须要用心慢慢研磨，咂摸滋味；“批评”在明代的繁盛，是因为小说的
流布，读书人将阅读的心得掺合于原作的文末或行间，行间为批，首末
为评，表示对作者的一种理解，或向读者的一种推荐，甚至也可能只是
一种自得的消遣或卖弄，或作为私人收藏的一种“雅趣”，这种方式形
成了中国文学中的“批和评”，也构成了最早的“中国式的解构主义文
本”。总之，这种文字的掺入并无“学理”或“法理”的依据，也不是全然
准确的判定，而根本上只是一种理解和对话，且具有很强的“私人性”。

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概念来源于西方，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革
命风潮，对于文学以及批评的影响最大。批评中间缠绕了“知识”与

“工具”的属性，特别是加入了许多“社会的使命”，期望让批评影响读
者和创作，最终影响社会。当代中国的批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基础
上展开的，所以问题尤多，基础孱弱。虽有人至今怀念1980年代的批
评，但细想那时很多言谈只是“拨乱反正”而已，建设性的、专业和深
度的批评还刚刚发育，理论方法上还很贫乏。真正趋于成熟的批评，
实则始于人们并不看好的1990年代，这个时期以来人们对批评非议
不断，但细想却是一个有所建树和渐入正轨的时代。只要有历史感的
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想想看，80年代不过还在清理着拙劣但根深
蒂固的政治批评，还发生着关于“现代主义”和“朦胧诗”之合法性的
论争，而这样的环境又如何成为了批评的“黄金时代”？

“批评”可能会包含了判断和针砭，但判断与针砭并非是批评惟
一的主旨，这点世人多有误解。批评家不是神，不是真理或权力的化
身，批评也只是一家之言，不能确立或否决一部作品的价值。有人赋
予批评活动以构造秩序、振兴文艺、摒除积弊等等外力化和权威性的
使命，实为无法兑现的妄念。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时代何曾有现代意
义上的“文学批评”，不是照样出现了不朽的作品？可见文学是否繁
荣，与批评并无必然关系。19世纪的俄罗斯确乎在涌现了群星璀璨
的伟大作家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批评家，但不要忘了，那种批评首先是一个民
族在其“精神成长期”的一种灵魂的对话，与思想的比肩，与当代意义上的职业性、专业
化的批评活动相去甚远。现代著名的批评家李健吾就说，“一部伟大作品的仇敌，往往不
是别人，而是同时代的批评家”。这就是针对那种轻率的判断而言的，历史上这种悲剧比
比皆是。否则不会有杜甫所斥的“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也不会有许许多
多当代作家的蒙冤而亡，或因压抑迫害而最终疯狂了。

所以批评家要小心，最好谨慎地做一个对话者，这个对话是对作品的理解，是对写
作者意图观念的一个揣摩，也是与读者公众之间的一个交流。它应该是悉心的体味或共
鸣的知音，而不是一个自负和武断的下结论者。

批评当然也是一种创造。这样说是因为它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无中生有”
的属性，是一种“虚构”。这样说不是贬低它的学术性质，也不是要否认它的“客观”与“公
允”的准则，而是说，在语言和“文章”的意义上，它应该与作品一样具有创造性的含量，它应
该是思想的聚合，智慧和经验的自然生发，应该是艺术的、美的或有意思的文字，有可以与
艺术作品并驾齐驱的品质，而不只是一种粗率和无趣的观点汇集，一种干瘪和浅薄的八股
文字。总之它应该、也必须具有魅力，否则不独作家看不起批评家，读者也不会理会他们。

我最早景仰的是勃兰兑斯那样的批评家，他用如诗的文字描绘出19世纪欧洲文学
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纤毫毕现；后来我也喜爱本雅明，它对于文学和诗歌中的意象可
以做那样意义深远的冥想和解释；甚至也喜欢罗兰·巴特，他那近乎病态的微观分析让
人糊涂又着迷；还喜欢弗洛伊德，他对无意识世界所作的解密具有让人的观念世界彻底
崩毁的魔力；喜欢巴赫金，他将小说中的场景与故事的诠释近乎放大到了极致，在无节
制的铺排分析中辟展出旷远无际的问题空间与思想世界……自然，我更喜欢的还是王
国维和鲁迅，他们的文字中有中国人的智慧与体悟的、妙不可言又言近意远的、含沙射
影又精准刻薄的、闪转腾挪又饶舌俏皮的……种种最美妙和得人心的东西，他们的妙处
难以言喻，简直充满闪电一样温柔或狰狞的魔性。虽不能及，心向往之，我想我会一直努
力，做文学批评这座荒凉山岗上的一个西西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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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高度与创新的焦虑
□王爱松

当代中国文学面临困境的两种表现，一是文学
经典影响的式微，二是文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但这或
许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典影响的式微必然
带来创新能力的不足，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必然伴随经
典影响的式微。而且，这种文学的困局，扩大点说还不
单纯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它还是整个世界文学的问
题。即使以毕生之力来品读、研究、推广文学经典的哈
罗德·布鲁姆，也不能不以无可奈何的挽歌语调写道：

“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
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不可逆转”。

面对这种不可逆转，有人将其归咎为电视、网络
媒体文化的崛起，有人将其归咎为高等教育的平民
化导致了审美能力的普遍降低，还有人将其归咎为
文学创作的过分市场化带来了“劣币淘汰良币”的畸
形局面，当然也有人像布鲁姆那样认为，是大学中以
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
义者、拉康派、符号学派为代表的“憎恨学派”的风起
云涌，扰乱了文学的审美标准和经典尺度：“媒体大
学（或许可以这么说）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
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

然而文学经典影响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经典本身
价值的衰落。即使是布鲁姆也注意到，尽管他所说的

“憎恨学派”为了抛出更多经典作家的候选人（如非
裔美国人和女性作家等等），不惜重新定义文学并主
张任何一种美学立场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在对真
正的经典作家的定位和评价上却并无太大分歧——
西方的经典就是以莎士比亚和但丁为中心的。其中
的因由，我想与经典的形成与确立机制有关。人们常
常试图确立经典的普遍标准，如人性的标准、审美的
标准、独创性、超越性之类，但经典的形成和确立，最
终所留下的似乎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能逃脱时间
的残酷之手而死里逃生或死而复生。在这样的意义
上，布鲁姆说经典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无疑是恰
当的。不能通过时间的汰选和考验的文学作品不能
成为经典，用布鲁姆的话来说，除了色情作品之外，

“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
的作品算不上经典”。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永恒的
生命力，即存在于历代读者的不断的重读、重释和重
新发明之中。我们可以想象某个当代优秀的作家和
作品会成为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但正如布鲁姆所说
的，批评家并不能造就经典之作，正如任何憎恨网络
不能造就它们一样，“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
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而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盖棺才能定论的意思。

不过，在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语境中，有时盖
棺也还不能定论。文学传统的形成和文学经典的确
立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在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

领域里，后出的成果往往会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
的现象，但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后出的优秀作家作
品却不会降低前代伟大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人们不
会因为有了莎士比亚便忘记了荷马，不会因为有了
卡夫卡便不会再去阅读巴尔扎克。文学的继承与发
展、复古与创新，甚至会构成钱锺书在《论复古》中所
说的那种“必死必朽”的人死而复生的现象：“日月无
休息的运行，把我们最新的人物也推排成古老陈腐
的东西；世界的推陈出新，把我们一批一批的淘汰。
易卜生说得好：‘年轻的人在外面敲着门呢！’这样看
来，‘必死必朽’的人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么？不
然！《新约全书》没有说过么？‘为什么向死人堆中去
找活人呢？——他不死了，他已在坟墓里站起来。’”
当然，这死而复生的人是否因此便获得了永生和不
朽，是另一问题，他仍然得接受时间的汰洗和考验。
在《鬼话连篇》中，钱锺书曾区分了“immortality”的两
层含义：“不朽”和“不灭”。“不朽”包含着一个好的、
肯定的价值判断，“不灭”却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判
断；“‘不朽’是少数人的privilege，‘不灭’是一切人的
right”。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从其肉身的存在来说，
其实都是“必死必朽”之人，但其中少数的伟大作家
因为创作了“流芳百世”的经典著作而获得了“不朽”
的特权，而更多的作家只是在争取自己的“不灭”的权
利。本质上说，所谓“憎恨学派”有时也不过是重新发
掘那些已经被湮灭的作家，放大他们为女性代言、为
底层发声等的创作行为的价值，为其争取重新“不灭”
的机会，并试图赋予其“不朽”的色泽，但这样的作家
作品是否真的能实现咸鱼大翻身，从此进入到经典
作家作品的行列，则仍然有待时间的证明。

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
去。这话既昭示了经典的高度，也说明了经典的自负
与傲慢。经典的难以企及的经典性，足以产生对后来
作家的压抑和后来作家对经典作家的反抗，从而构
成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它意味着正像歌德
和海明威所觉悟到的，任何一个认真的当代作家，都
不是同自己的同辈人竞争，而是同古代的伟大人物
和死去的优秀人物一决高下。海明威曾说，“这好比
长跑运动员争的是计时表，不仅仅是要超过同他一
起赛跑的人。他要是不同时间赛，他永远不会知道他
可以达到什么速度。”前代经典的存在，就如人类100
米竞赛史上的不断被刷新的纪录，跑不进 10秒以内
的运动员注定会被挡在经典时刻的门槛之外。甚至
某些号称武侠经典、女性文学经典之类的作品，也难
以在文学经典的高门槛面前获得登堂入室的殊荣。
这真足以让后来者焦虑和绝望。在过分的焦虑和绝
望的主宰下，甚至无论研究者还是创作者都会产生
出一种扭曲、变态的所谓独创行为。因为正像白璧德

在《文学与美国大学》中所说的，“真正的原创性实在
太难了，因为这要求作品既表现出普遍人性真理，同
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达不到这种原创性的
情况下，将研究与出风头等量齐观、将反传统建立在
无知与无畏的基础之上便成为获得“创新”之美名的
两种途径。当然也有人自知难以达到不朽而急流勇
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俗谚在这类人
那里便只剩下了后半句，而长此以往，一个民族国
家的文学的未来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便必然走
向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过程。而事实上，在我看
来，人们面对经典的高度，大可不必垂头丧气。因
为虽然每个肉身“必死必朽”的人大多不能进入不朽
的行列，但却可以留下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足迹，甚至
在一个偶然的时空里拨动另一些人的心弦。至少，当
我读到安扎尔杜的如下诗句时，是不禁为其深深打
动的。而其作者，恰恰是可以归入布鲁姆多有非议的

“憎恨学派”的：1950英里的开放性伤口/划开一个印
第安人的村庄，一种文化/使我长长的身体虚弱不
堪/标界的篱桩扎入我的身体/让我四分五裂啊我的
王我的王/这是我的家/是我有着带刺铁丝网的/形
销骨立的边缘。

自然，人类并不十分清楚经典生成的内在机制。
浪漫主义者主张天才最重要，现实主义者主张生活
最重要，女性主义者主张性别政治的正确性最重要，
然而人们几乎可以找出反驳这每一种主张的强有力
的反证。甚至在《欣赏经典》中，王小波还不忘记叮嘱
人们，“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因
为“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
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
饮驴了”。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天鹅湖》是芭蕾舞剧
的经典，但最坚强入迷的人看上 300遍，也照样会觉
得难过至极。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无疑更经得起人
们的不断重读，有经典意识的作家也更有可能创造
出不朽的杰作。而所谓经典意识，其中的一个重要构
件即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那种历
史的意识，即不仅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领悟
过去的现存性：“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
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
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
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意
识到自己在人类文化链条上的暂时性的宿命而仍不
失对永恒性的追求，或许是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得
以产生的一个基础。

资深的文艺批评家李希凡是新中国培养出来
的文艺批评家。新中国文艺批评的风云在李希凡
的文艺批评实践中刻下了鲜明的烙印，李希凡也
在新中国文艺批评的风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
迹，7 卷本《李希凡文集》（东方出版中心 2014 年
版）就是李希凡60年来文艺批评成就的结晶。

李希凡的文艺批评是有鲜明特色的。一是在
理论上推进文艺批评的深化。李希凡批评文艺作
品绝不从个人趣味出发和仅凭个人主观印象，而
是追求真理，并在文艺理论上进一步地澄清是
非，更深刻更准确地把握文艺作品。

李希凡认为，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很长时
间都停留在索隐抉微的泥潭里，这是旧红学的误
读。新红学反对捕风捉影的索隐，可事实上他们
的考证不过是改变了索隐对象罢了！新红学的根
基都是自传说，研究《红楼梦》，似乎是为了编一本
曹雪芹的传记。更是对曹雪芹卓越创作才华的贬
低，是对《红楼梦》艺术画卷反映的广阔生活内容
的漠视。李希凡认为《红楼梦》感人的艺术魅力，主
要是它的艺术形象、艺术境界、文学典型的创造，
绝不只是俞平伯所说的那些“小趣味儿和小零碎
儿”，更不是胡适所谓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
而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对封建社会的真实反映和艺
术形象的深刻概括和创造。这就是《红楼梦》深刻
地反映了封建末世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真
貌，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地塑造了如“过江之鲫”的
个性各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真
的人物”。李希凡认为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胜利。李希凡晚年在把握《红楼
梦》的杰出贡献时仍然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
典型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写出这样典型的有才
能的作家，只有曹雪芹；能写出每个人都是典型的
作品，也只有一部《红楼梦》。”（《李希凡文集》第1
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419页。）

李希凡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在典型论上的
论争，就是从理论上解决文艺批评的分歧，并由

此推进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其实，无论作
家艺术家，还是文艺批评家，对待文艺批评都应
当有正确的态度。李希凡尖锐地批评了有的文艺
批评家对待别人的批评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认为
这种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表现的第一个方面，就
是在反驳别人批评的时候，不是把批评的意见看
成是对于问题的争论，而认为是对他个人的攻
击。这就把本来是原则问题的争论偏到个人是非
上去了。这种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恐怕很大程度
上是带有主观性的。一个人看问题有了主观的成
见，他就不可能冷静地分析事实，不仅是对待批
评采取个人主义的态度，甚至把本来是原则问题
的争论也引到非原则的个人纠纷里去。这种错误
对待批评的态度表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反驳
别人批评的时候，不是采取同志式的商讨问题的
态度，而是采取一种冷嘲、讥讽、奚落的态度。“在
争论中间，当然也可能出现错误的批评。被批评
者完全有理由进行反驳。不过，批驳应该是为了
探讨真理，而不是为了发泄个人意气。”（《李希凡
文集》第 6卷，东方出版中心 2014年版，第 210—
313页。）这就是说，李希凡不仅积极参与文艺论
争，而且重视在理论上完善文艺批评。李希凡对这
种对待文艺批评的错误态度的批评具有相当的理
论价值，至今仍然没有丧失理论威力。

二是敢于坚持真理和绝不随风摇摆。李希凡
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批评论方
面也是硕果累累。从1955年到1986年，李希凡发
表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对《红旗谱》《青春之歌》

《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苦菜花》等优秀长

篇小说的评论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 60 年来
历次参加的文艺批评活动中，李希凡一以贯之地
坚持着自己的文艺批评方法，始终保持着独特的
文艺批评锋芒。李希凡高度肯定毛泽东批评《红
楼梦》的历史视角，认为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
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这就是说，毛泽东把《红
楼梦》当历史读，绝没有损害《红楼梦》；相反，只
把《红楼梦》说成是一本“爱情小说”，倒是贬低了

《红楼梦》的价值。
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李希凡坚信作为上

层建筑之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
件下创造”，是在“相当的基础上产生”的。李希凡
提出了“还原历史真实”论。这就是李希凡把握

《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是从《红楼梦》产生的时代
出发，而不是脱离这个时代。所以，李希凡不仅反
对文艺理论家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而且反对
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俞平伯认为，林黛玉、薛
宝钗虽然是情场冤家，但曹雪芹却把这两美合二
为一。而李希凡则认为，林黛玉、薛宝钗是现实生
活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虽不是对立的两
极，却也绝不是可以混同的“合一体”。“钗黛二人
性格迥异，所谓‘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各具特有
的人生底蕴和精神内涵，不止她们的音容笑貌，
情态各异，就是她们的美丽与智慧，也有着不同
的风格和神韵，是曹雪芹的如实描写，不是实为
一人的幻笔。”（《李希凡文集》第 1 卷，东方出版
中心 2014 年版，第 423—424 页。）虽然伟大文学
经典存在超越时代而属于未来的东西，但仍然是
时代决定这些伟大文学经典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与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和俞平伯的“钗

黛合一”论相比，李希凡从《红楼梦》产生的时代
出发无疑更能把握《红楼梦》中的典型人物独特
的意义和价值。

三是勇于自我批判和修正错误认识。李希凡
坚信，没有文艺论争 就没有文艺进步，认为文艺
论争是学术争鸣的重要方式。李希凡认为，在文
艺论争中，不怕稚嫩，不怕匆促，即使扭曲的批评
也可以在新的批评实践中纠正，直面的批评有助
于双方提高。因而，李希凡从不惧怕“权威”，而是
积极参与文艺论争。

早年，李希凡对京剧《四郎探母》的批评至今
仍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没有丧失思想锋芒。李
希凡认为，《四郎探母》这出唱念做打均佳的完美
剧目对杨四郎的思母情结表现得何等深切！对
承诺公主的誓言又是何等的“守义”！但是，这种
所谓伦理之爱的“人情”却美化了变节的杨四郎
的灵魂，丑化了杨家将。晚年，李希凡继续尖锐
地批判了“大学问家”胡适，没有丧失文艺批评的
锐气。一、李希凡从文学上批判了胡适关于《红
楼梦》无价值的妄断，认为胡适对《红楼梦》的理
解和评价不但是浅薄和无知的，还多多少少带有
洋场绅士轻视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味。1960
年，晚年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越来越低，不仅
没有修改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红楼梦》的评
价，还挖苦曹雪芹的文化修养，认为曹雪芹“是个
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李希
凡严厉地痛斥了胡适对《红楼梦》的这种偏颇评
价，责问“胡适不是熟读‘中国古典’的大学问家
吗？如果他真正得到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和训
练’，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怎么会连曹雪芹及其

伟大杰作《红楼梦》的深厚文化底蕴都没有一点
体会和认识！”（《李希凡文集》第 2 卷，东方出版
中心 2014年版，第 548页。）二、李希凡从政治上
批判了胡适。李希凡指出，早在“五四”后期，胡
适就在那里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了。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胡适一方面大肆宣扬什么
老子所谓的‘不争’学说，和他的‘不抵抗主义’的
和平主义；一方面又向日本侵略者献言献策，说
什么‘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
侵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并成为汪精卫的‘低
调俱乐部’的成员。甚至直到抗日战争激发起中
华民族的大觉醒和大反抗，并终于取得伟大胜利
以后，他还以中日两败俱伤而哀叹他的‘不抵抗
主义’的不得实现。”（《李希凡文集》第2卷，东方
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551页。）在中国当代文艺
批评界，有些人捧抬缺乏文学“修养和训练”的

“大学问家”胡适是半睁眼睛的批评，无助于文艺
批评的有序发展。

李希凡不仅敢于批评，而且敢于自我批评。
首先，李希凡认真清理了他在 1957 年的那种

“左”的、教条主义的文艺思想。李希凡坦承在
1957年把刘绍棠那篇《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
浅见》作为所谓“右派”文艺观来进行批判的也有
他一份，并深感内疚。其次，李希凡绝不讳言他在
年轻气盛的时候所犯过的幼稚病和粗暴的错误。
李希凡虽然强烈反对那种认为《红楼梦》是“生活
实录”的论调，但在批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
年轻人》时却犯了这种错误，认为中国首善之区
的北京并不存在官僚主义，并用这种条条框框评
论了这部文学作品，还给作家扣上了一顶大帽
子。李希凡还对他过去轻视考证工作进行了自我
批评，认为“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特别是《红楼
梦》，只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确实也需要科学的
考证工作”。（《李希凡文集》第 1 卷，东方出版中
心2014年版，第686页。）李希凡就是在这种自我
批评中不断完善以往认识的。

不懈推进当代红学的发展
□蒋晓丽 吴若美

本报讯 近日，第八届天问诗歌艺术节在
云南大理举行。活动期间，50 余位诗人和艺术
家倡议恢复诗人节的传统，“让诗歌发出真正的
声音”。

诗人们在艺术节上呼吁，农历五月初五端
午节既是对伟大诗人屈原的纪念，也是对诗歌
传统的建构，更是对诗意在现实人生中重要性
的确认；语言通过诗歌复活，诗歌通过语言培育
文明，诗人通过创造性劳动捍卫母语的尊严；诗
人节旨在激发对生命的热爱，唤起对自然的尊
重，恢复对天地的敬畏；人人皆诗人，诗人节是
每一个中国人的节日。

诗人节的传统可回溯至1939年夏，为发扬
屈原精神，老舍等文学前辈公议以每年端午节
为诗人节。1941 年端午举行的第一届诗人节
上，老舍、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胡风等联名
签署了《诗人节宣言》，在抗战烽火弥漫的时刻，
发出“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的声音。

艺术节期间举行了第五届“天问诗人奖”颁
奖典礼，诗人雷平阳获此殊荣。评委会认为，雷
平阳对本土文化与生活的深刻体验，赋予他的

诗歌一种淳朴而强悍的大地风格，同时他将这种看似
僻远的云南生活置于广阔的世界性背景之中。他的语
言态度是坦率的，他的作品形式是富于创造力的，生动
地演绎了诗歌写作艺术的当代敏感。此外，多位诗人的
诗歌朗诵音乐会也在活动期间纷纷亮相。（黎 华）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 月 29
日，由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主办的
魏玉明长篇小说《葵花女》研讨会
在京举行。1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

辽宁抚顺作家魏玉明创作的
两卷本长篇小说《葵花女》2013 年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获得读者
好评。作品叙事跨度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讲述了女主
人公许丽诺从童年到中年曲折跌
宕的艰辛人生历程。她虽历经磨

难，但始终抱持对生活
的信念和热忱。与会

者认为，作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
下，通过主人公短暂而平凡的一
生，艺术地诠释了坚忍、善良、执
著、包容的“葵花精神”。面对逆
境、窘境、迫害、疾病甚至死亡，主
人公的人性之光不灭，爱与忠诚、
爱与奉献的热力使其获得重生。
这样一个如葵花般永远追求太阳
光辉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作者关注
现实的社会担当和深切的人性思
考。与会者还就《葵花女》的电视
剧改编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葵花女》体现人性思考

诗人纪念袁崇焕诞辰430周年
本报讯 今年是袁崇焕诞辰

430 周年，3 月 26 日，纪念袁崇焕诞
辰430周年诗会在京举行。中华诗
词学会副会长张桂兴、解放军总装
备部原副政委李栋恒、国防大学原
副政委李殿仁等几十位将军、诗人
吟诵了自己创作的纪念袁崇焕、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诗

会结束后，从东莞抵京的诗人们还
看望了袁崇焕墓的第17代守墓人、
今年75岁的佘幼芝。

祖籍东莞的袁崇焕投笔从戎
后多次击败后金的进攻，后因奸
人 所 害 被 处 死 ， 体 现 了 凛 然 正
气。据悉，电视剧《袁崇焕》也正
在筹拍之中。 （李晓晨）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
月27日，由江苏省少年儿童
文化艺术促进会和中共江苏
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共同
主办的新童谣创作征集活动
在京启动。此次活动由江苏
通州发起，以“核心价值观沐
浴我成长”为主题，面向全国
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儿童作
者征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新童谣作品。

主办方介绍，此次新童
谣创作要求遵循贴近儿童、
融入生活、寓教于乐、入脑入
心的理念，从细微处入手，点
点滴滴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24个字的内涵，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作品应当体现

“以境融理、以事蕴德、以趣
扬荣”的特色，富有时代气
息，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
朗上口，以引导孩子们感知、领悟和
践行核心价值观。活动将从来稿中
评出90首优秀童谣并宣传推广。应
征者可登录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
术促进会官方网站查询详情。

本报讯 3月29日，来自北京、天
津、河北的 40 余位作家、评论家聚集
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以廊坊两位散文
作家孟德明、焦喜俊的作品为切入
点，就冀中地区所展现的一种文学现
象——“新荷花淀写作”进行了研讨。

“新荷花淀写作”是继孙犁的“荷
花淀派”后活跃在冀中地区的又一文
学现象。近年来，此群体形成了以地

域文化为依托，以孙犁式的清新、亮
丽、诗意为表现手法，以平原水乡为
展现内容的共性追求，引起了广泛关
注。孟德明、焦喜俊近年来致力于冀
中文化的文学展现，与会者认为，二
人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雅俗
结合有致，语言质朴灵动，展现了冀
中地区独有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

（刘 颋）

专家研讨新荷花淀写作

本报讯 3 月 21 日，李朝德长篇
报告文学《乌蒙长歌——当代愚公·
陆良八老记》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云南
曲靖举行。

陆良县龙海乡的8位普通农村老
人，30余年在石漠化的荒山上植树造
林7400亩，造福乡梓，被誉为“当代愚
公”。《乌蒙长歌——当代愚公·陆良
八老记》以纪实手法真实再现了陆良
八老扎根荒山30年造林，并把林场无
偿献给国家的感人事迹。

与会者在研讨中谈到，作品把生
态环境作为一个重点来介绍，对生态
的全面反思不仅仅放在陆良八老生
长、生活的龙海乡，而且延展到了曲
靖、云南甚至全国。同时，这部作品用
更多的笔触关注人的内心生态，即社
会生活中人生的价值及追求的探索
和思考，通过八老的事迹阐述了物质
意义上的生命没有永恒，惟有高尚的
精神世代相传这一崇高的主题。

（欣 闻）

报告文学《乌蒙长歌》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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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